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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选择：理性还是文化？ 
——基于广州市的实证调查① 

 
 

王 进  汪宁宁 
 
提要：学生的教育选择是如何做出的？影响教育选择的因素在不同制

度环境中的影响作用又有怎样的差别？针对以上的研究问题，本文将理性

与文化的视角相结合，发现理性选择因素与文化图示因素能够同时对学生

的教育选择产生影响。在理性选择因素中，个人因素对于教育选择影响显

著；家庭资源中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大于经济因素。在文化图示因素中，群

体文化图示和个体文化图示对教育选择均有着显著的影响作用。在进一步

区分了制度环境后发现，教育选择不仅仅是一个“自我选择”的过程，同样
也是“制度选择”的过程，上述影响因素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有着不同的作
用方式。在公立学校中，相比于理性选择模型，综合模型中理性选择因素

的影响作用会减弱；在民办学校中，相比于文化图示模型，综合模型中文

化图示因素的影响作用会减弱。 
关键词：教育选择  外来工子女  理性选择理论  文化图示理论  制

度环境 
 

在中国，随着城市中外来工的大量涌入，外来工子女的教育成为

了一个人们关心的问题。由于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中国公民权利的

实现具有“属地化”特征(蔡禾、王进，2007)，因此获取“义务教育”这项

公共产品的权利是以当地户籍身份为凭证的。以广州市为例，大量外

来工无法取得广州户籍，因此他们的子女大部分无法与广州本地学生

一样就读于当地的公立学校。与此同时，他们的父母在城市中通常处

于中下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因此也无法通过经济的手段进入

所谓的“贵族学校”，而只能进入面向外来工子女的民办学校。这些学

校无论在硬件设施还是师资力量上，都处在相对劣势的地位，无法与

公立学校相比。 
面临入学机会不平等的同时，外来工子女还需要考虑在高中毕业

后的大学入学考试对于户籍的限制。教育部(2010)规定，高中毕业生

只能在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这也就意味着无法取得城市户籍的外来

工子女是无法在流入地参加高考的。而由于每个省所使用的教材和考

试科目的不同，外来工子女也几乎无法回到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在

这种高考制度的限制下，大部分的外来工子女在初中毕业后如果想继

                         
① 本文的研究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号：10BSH002)，中山大学青年培育项目，中山大学

社会建设项目等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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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读高中，只能选择“回老家”①就读，或是干脆放弃读高中，直接参加

就业或选择职业教育。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将外来工子女排除在高

中教育之外。 
相比于城市学生，外来工子女通常有着较低的教育期望和不乐观

的教育选择。一项关于武汉市外来工子女教育期望的调查显示，仅有

约 20%的外来工子女愿意在初中毕业后继续就读高中(甘丽华，2009)，
这一比例远远低于全国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 8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部，2012)。 
根据弗莱(Frye, 2012)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一篇关于青少年教

育期望的研究发现，生活在经济社会条件都较差的马拉维农村的学

生，虽然遭受着劣势的现实条件，他们却反常的表现出较高的教育期

望。弗莱认为，通常用于解释教育期望的理性选择理论无法解释马拉

维学生看似不合逻辑的对未来较高的期望，需要引入新的解释模型加

以补充。在随后的分析中，弗莱引入了“想象的未来(imagined future)”
这一文化社会学的概念(Mische, 2009: 702)。她认为，人们对于未来的

想象和预期，不应当仅仅理解为建立在现实条件之上的理性计算，而

应当看作是一种基于道德标准的自我“身份认知(identity)”，而这种认

知能够影响和指导人们的现实行动(Dewey, 1922: 322)。 
在马拉维，由于政府大力推动的一场强调所有的孩子都能够通过

教育改变命运、拥有光明未来的教育改革运动(Hau,1997；Wolf & 
Kainja,1999)给身处马拉维农村的学生带来了向上流动的希望，使他们

表现出对未来“不合逻辑”的乐观和较高的教育期望。作者将这种观察

到的较高的教育期望归结为文化的促进作用下所形成的积极的自我

身份认同。也就是说，教育改革作为一种文化价值观传递的媒介，使

得马拉维弱势群体的孩子受到了政府所宣扬的主流文化价值观的激

励，形成了对未来积极的认同，并且这种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力超越

了他们当前的所处的现实环境，使得他们在对未来的想象和选择上并

不“理性”，而是拥有乐观的态度和较高的教育期望。 
在中国，重视教育、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是一种被大众普遍认

可的主流价值观念，无论对于农村学生还是城市学生，这一观念都是

被广泛接受的。相比于马拉维通过教育改革运动来传达给学生积极教

育观念来说，中国的学生则长期受这一文化观念的影响。然而我们的

研究发现在中国城市中，处于相对劣势地位的外来工子女并没有像马

拉维的农村学生那样，因为文化观念的激励而表现出较高的教育期

望；相反，他们的教育期望远远低于城市学生。 

                         
①
 很多外来工子女在幼年被父母带入城市，甚至有些孩子是在父母的流入地出生的，家乡已经没

有任何亲人，“老家”对于他们来说，更多的只是一个名词和一种象征。选择回老家就读高中

的外来工子女需要面临与父母亲人的分离，甚至独自面对陌生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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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一个像中国这样如此强调教育的价值的社会中，公立和

民办学校中青少年的教育期望会表现出如此巨大的差异？制度环境

在青少年的教育选择过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

外来工子女为什么没有像马拉维的农村青少年一样受到文化价值观

念的激励和鼓舞，从而打破现实条件的限制，拥有较高的教育期望，

并最终做出积极的教育选择？是文化的解释在中国不适用，还是外来

工子女“过于理性”？在进行教育选择的过程中，理性选择和文化价值

观是如何交互作用的？ 
本文试图从一个理性与文化综合的视角，探寻青少年教育选择的

机制与路径，并在此基础之上，讨论制度环境对于青少年教育选择的

意义与作用。 

 
 

一、文献回顾 
 

(一一一一) 理性选择与教育不平等理性选择与教育不平等理性选择与教育不平等理性选择与教育不平等 
西方关于教育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最主要的分析范式是理性选

择的视角。持这一派理论的学者认为，学生当前的教育选择是一种理

性计算的结果，是学生基于自身当前所处的环境和条件做出的利益最

大化的选择。因此，根据理性选择理论，学生的家庭背景和所处的社

会阶层将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教育选择(Becker & Hecken,2009；方

长春，2005；刘精明，2008)，即来自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孩子

更有可能有着更为乐观的教育选择。 
在由于社会阶层差异所造成的教育不平等的研究和分析中，布东

(Boudon,1974：29)是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将来自于家庭的

阶层差异的影响作用分为首属效应(primary effect)和次要效应(second 
effect)。首属效应是指家庭成员通过阶层优势为子代直接提供优势资

源，影响子代的认知能力、学习动机和学业成就，进而在不同阶层产

生直接的不平等的现象。这也被索伦森(Sorensen,1996)称为纯粹结构

效应(pure structure effect)，即处于不同位置或不同社会阶层的资源占

有者有着不同的位置报酬(reward to position)。次要效应是指学生个体

及其家庭在选择偏好上的阶层差异，即根据自身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

和条件做出理性的选择(Becker & Hecken,2009)。家庭阶层的首属效应

强调了直接的阶层差异，次要效应强调了对教育的选择机制，奠定了

用理性选择分析教育不平等的基础。 
之后，雷夫特里和霍特 (Raftery & Hout,1993)在对爱尔兰的教育

不平等的研究中发现，除非较高社会阶层的入学需求已经达到了饱和

状态，否则教育的扩张无法缩小教育不平等，这就是“最大限度地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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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MMI)假设。MMI 假设系统

的描述了爱尔兰教育不平等的模式但却没有解释现象本身。基于此，

作者提出理性选择假设，认为停留或是退出教育系统的决定是由继续

接受教育所带来的成本和利益所决定的，当利益大于成本时，才会做

出继续教育的选择。 
在随后的研究中，布林和戈德索普(Breen & Goldthorpe,1997)以布

东的研究为基础，系统的阐述了理性行动理论(Rational Action Theory, 
RAT)。布东提出的阶层差异的首属效应强调了来自不同阶层家庭的孩

子所拥有的不同家庭资源和自身不同的学习能力。在首属效应的基础

上，布林和戈德索普以次要效应的“选择”为讨论核心，提出三种理性

行动的机制。第一，来自任何阶层的家长都会为子女规避向下流动的

风险，也就是说，他们都有动力确保其子代的社会地位不低于他们自

身。其次，在由较低学习阶段进入较高学习阶段时，来自不同阶层孩

子的不同学习能力将作为筛选标准之一。来自于较高社会阶层的孩子

往往有着更强的学习能力，因此，他们也往往在学业中表现的更为优

异。最后，阶层差异体现在不同社会地位的家庭能为其子女提供不同

资源的能力上。当子女进入更高层的教育阶段时，只有当此时家庭所

拥有的资源超过了其成本，家庭才会做出继续留在教育系统中的决

定。显然，来自更高社会地位的家庭能有可能满足更高层次教育的资

源要求。 
 

(二二二二) 文化与教育不平等文化与教育不平等文化与教育不平等文化与教育不平等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理性选择理论无法解释一些处于下层社会

经济地位的弱势群体仍然有着较高的教育期望和积极的教育选择。基

于这种困境，文化分析范式逐渐被学界所重视。与理性选择理论所默

认的目的论不同，实用主义(pragmatism)认为，人们用文化和价值观念

影响和约束现在的行为，也就是说，个体对未来的预测可以影响其现

在的认知和行动(Mische,2009)。 
一方面，文化价值观念或者目标可以直接决定和影响行动者的决

定(Kaufman,2004；Vaisey,2008,2009)；另一方面，文化价值观念能够

塑造行动者的“技能、风格、习惯和能力” (Swidler,2001:86)，这也就是

布迪厄所说的“惯习”。布迪厄指出资本、惯习与场域共同作用，形成

了实践(practice)，或者称之为社会行动(Bourdieu,1984: 170)。社会再

生产是基于教育系统的文化再生产得以维持的。在某种意义上，教育

就是一种文化能力(cultural capacity)传承的手段和方式，学校是优势阶

级传承其精英文化的重要场域(Bourdieu,1973)。因此，相比于较低社

会阶层的子女，优势阶层的子女更容易在教育的竞争中获胜

(Dumais,2002)，此时，教育不平等便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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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迪厄用文化再生产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教育不平等的分

析框架，这是一个较为宏观的文化分析视角。而对于个人的教育选择

来说，则需要更为微观和具体的分析策略。行动者教育选择的决策是

如何做出的？文化又是如何影响行动者的教育选择的？认知社会学

的维度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分析框架——文化图示理论 (cultural 
schema theory)。 

文化图示是指个体身处熟悉的文化环境中所表现出的熟悉的、事

先获得的知识。社会互动中的文化图示是一些来源于文化环境并内化

于个人的认知结构(cognitive structures)，或者说是一种路径或规则。

图示是一种对过去经验普遍化的收集和总结，并组织形成相关的知识

群，用于在相似的情形中指导行动者当前的行动(Nishida, 1999)。文化

图示可以是独特的，也可以被普遍接受，这取决于文化图示的来源。

那些建立在个人特殊经历之上的文化图示的影响作用是因人而异的，

而建立在共同经历基础之上的文化图示则是被大众所普遍接受的

(Strauss & Quinn,1997:122)。文化图示理论指出，当我们处于某一个文

化环境中并与其内部成员产生过多次互动，此文化图示则会产生并储

存在我们的大脑中。 
 

(三三三三) 中国社会中的教育选择中国社会中的教育选择中国社会中的教育选择中国社会中的教育选择 
在社会学的研究中，“选择”这一概念并不陌生，其作为一个教育

社会学的分析概念也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在早期的研究中，特纳区

分了教育选择的标准。特纳(Turner,1960)认为，教育制度是一种精英

选择方式，其选择的标准有“社会选择”和“技术选择”两种。社会选择

指的是根据统治阶层的偏好而实现的筛选标准，包括身份、地位、阶

层等；技术选择则更多的偏向于将考试制度作为技术筛选的手段。 
布迪厄将“选择”的概念融入教育社会学的分析框架之中，朱伟珏

(2006)对于布迪厄教育选择的文献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述。在布迪厄

的分析中，教育是一种“选择”和“自我选择”的过程。首先，选择对于

不同阶层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对于优势阶层来说，选择意味着精英

文化和阶层优势的再生产以及身份地位的再确认，上层阶级的子女有

着更高的概率通过选拔从而继续维持其阶级地位；而对于弱势群体来

说，选择就意味着“教育死亡”，因为在精英文化的选择标准下，他们

是被淘汰的对象。与此同时，教育选择也包含了行动者的主观态度，

在选择过程中，行动者有着充分的选择自由。但布迪厄更多的看到了

隐藏在自由背后的规则——惯习，一种行动者受到日常生活的环境影

响并被身体化了的主观态度，而惯习又与阶层地位有着高度密切的联

系。 
刘精明(2004)认为，教育选择分为三个维度，“制度选择”、“社会

选择”和“技术选择”。这三个维度的区分主要依托于在教育选择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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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个主体：国家、社会阶层和个人。首先，国家通过制定一系列的

法律法规和教育政策来实现教育的制度选择，例如重点学校制度、高

考制度以及与外来工子女入学制度等。与此同时，行动者个人也可以

通过考试的技术选择方式实现个人的教育选择。虽然有些学者认为考

试制度是阶级在生产的工具，即家庭背景的优势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

生的教育获得(方长春、风笑天，2005，2008；李春玲，2003)；但从

另一个角度来说，任何阶层的优势都无法直接转化为考试上的优势，

因此，在这种意义上，体现了教育选择的个体主观能动性，即“自我选

择”的过程。社会选择是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受社会阶层影响的教

育选择方式，其主要通过群体之间的利益斗争得以实现。 
在中国，初中升入高中的阶段的教育选择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

教育选择，是义务教育向非义务教育的转折点，此时的教育分流将通

过学生此前所取得的学业成就来得以实现(方长春，2005)。对于初中

生来说，九年义务教育即将结束，是继续选择接受高中教育，为未来

进入大学做准备，还是进入职业学校或是参加工作、结束正式学校教

育，这是教育分流的重要分水岭，也是学生人生轨迹的重要分界线。 
因此，本文以“选择”为视角，考察初中生的教育选择问题，我们

综合了学者对教育选择的分类，将教育选择看作是一个“自我选择”与
“制度选择”相结合的过程，这既体现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又同时强

调了制度环境对于行动者行为的决定作用，并在理性选择理论和文化

图示理论的指导下，讨论关于教育不平等的相关问题。 

 
 

二、研究假设 
 

如图 1 所示，教育选择首先是学生在教育过程中进行“自我选择”
的过程。笔者认为，在由目标到行动的过程中，遵循两条路径：理性

选择路径和文化图示路径。两条路径既能相互独立作用，又能够交互

作用。 
 

 
 
 
 
 
 
 

 
图 1  文化图示、理性与行为选择 

自我选择自我选择自我选择自我选择    

群体文化图示 

个体文化图示 

行动 
现实条件 

目标 

制度制度制度制度选择选择选择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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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择路径是建立在学生及其家庭的现实条件之上的，主要包

括学生的个人能力及其父母和家庭能为其提供的资源。因此，学生的

教育选择是基于现有条件之上对于未来的预测和利益最大化的理性

行动。理性选择中对于现实条件的阐释分为家庭资源和个人能力，而

家庭资源中既包含经济资源，也包含非经济资源。由于本研究涉及的

因变量为教育选择，是一个学生在家庭与学校的引导下做出的自我选

择的过程，因此，家庭中的非经济变量的影响作用将更为显著。基于

此，提出假设 1： 
1：理性选择路径对于教育选择有着独立的影响作用。 
1.1 ：个人能力越强，越倾向于做出积极的教育选择； 
1.2： 家庭资源越多，越倾向于做出积极的教育选择； 
1.3 ：家庭非经济资本对于教育选择的影响大于经济资本。 
文化图示路径从认知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个体对未来的预测

不仅仅是个体能动性的体现，也是行动者对于自身行为的认知或者说

是一种“身份”(Frye,2012)，即个体文化图示；而这种认知来源于建立

在共同文化价值观念上的道德准则，即群体文化图示，因此，文化图

示同样能够影响行动者的最终决策。基于此，提出假设 2： 
2：文化图示路径对于教育选择有着独立的影响作用。 
2.1 ：个体文化图示越积极，越倾向于做出积极的教育选择； 
2.2： 群体文化图示越积极，越倾向于做出积极的教育选择。 
笔者认为，理性选择路径与文化图示路径并不是相互矛盾的，当

行动者在做一项决策时，将会既受到文化环境对其的潜在影响，也会

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条件，进而将二者结合并做出最优的选择。因此，

这两条路径能够同时影响行动者的最终教育选择。基于此，提出假设

3： 
3：文化图示路径与理性选择路径对于教育选择有着交互的影响

作用。 
然而，自我选择的过程并不是纯粹的个人或家庭行为，而是与学

生个体及其家庭所处的阶层地位密切相关的。在中国，这种阶层地位

的差异更多的不在于经济地位的差异，而是由于户籍制度造成的身份

的差异，我们称之为“制度选择”。制度环境的差异造成了所处不同亚

文化群体中个人文化图示的差异，也由此影响文化图示与理性选择对

于教育选择的交互作用。基于此，提出假设 4： 
4：理性选择模型和文化图示模型会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有着不

同的交互作用。 
4.1：在公立学校中，相比于理性选择模型，综合模型中理性选择

因素的影响作用将会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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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在民办学校中，相比于文化图示模型，综合模型中文化图示

因素的影响工作用将会弱化。 
以上 4个假设基本回答了本文的研究问题：理性选择与文化图示

如何交互影响学生的教育选择，以及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的不同影响

方式。在后文的数据分析结果部分，以上假设将被逐一检验。 

 
 

三、数据和方法 
 

(一一一一) 数据数据数据数据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市、农村、流

动人群的社会差别的形成与再生产”(项目号 10BSH002)的问卷调查部

分。问卷调查在广州市的 7所中学展开，其中 3所为广州市公立学校，

1所为公立学校所创办的民办学校，①另外 3所为面向外来工子女的民

办学校。问卷调查采取的是普查的方式，调查了 7所学校中七年级和

八年级②的全部学生、家长及授课老师。学生问卷与教师问卷采取现

场回收的方式，家长问卷由学生带回家中由父母填答，次日由学校的

班主任老师统一回收。③从 2011年春季学期开始，项目组在这 7所学

校进行了三个学期的跟踪调查，每个学期一次。本文使用的是第一次

的学生问卷调查数据，数据包含 7 所学校，72 个班级，有效样本为

3311份，其中公立学校 2217份，民办学校 1094份；七年级 1630份，

八年级 1681份。 
 

(二二二二) 变量与操作化变量与操作化变量与操作化变量与操作化 

⒈因变量：教育选择 

教育选择可以看做是行动者最终做出的决策和行动，也是本文试

图分析的目标。在分析中，教育期望与教育选择是较为相似的指标，

也有很多研究是围绕教育期望展开的 (Strand & Winston,2008； 
Khattab,2003)；但为了更加直接的反应青少年的教育意愿和今后的发

展方向，本文选取了后者“教育选择”作为因变量。因变量根据问卷中

的问题“你初中毕业后，准备做什么？”进行操作化，回答“⒈读高中；

⒉读技校、中专；⒊打工、参加工作；⒋回家务农；⒌呆在家里；⒍

                         
①
 由于此类民办学校与面向外来工子女的民办学校有着很大的区别，而从学校特征上来看，他们

有着较强的师资力量和较为优质的生源，更像公立学校，因此，为了描述方便，在本文的分析

中把此类学校归为公立学校。 
②
 新课改后，初中一年级和初中二年级分别被称为七年级和八年级。 

③
 其中一所公立学校每个年级有 12 个班，为了减少对学校教学工作的影响，我们调查了两个年

级的各 6个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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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由于我们关注的重点是学生是否继续停留在教育系统，因而将

数据中 2-6 项重新编码，处理为“⒈读高中；⒉不读高中”。重新编码

后，因变量为二分变量，因此本文将采用二分对数偶值模型 (binary 
logit model) ①对数据进行分析。 

⒉自变量 

⑴个人能力 
个人能力是理性选择过程中的重要标准之一，个人能力的高低一

定程度上决定了青少年对于教育的看法和最终的教育选择。本文将采

用主客观结合的方式来衡量青少年的个人能力，其中客观指标为标准

化测试的数学成绩，主观指标为青少年对于自己学习能力的评价。 
我们在 7所学校的同一年级采用相同的数学试卷进行测试，并将

最后的成绩标准化为百分制放入模型之中。虽然数学成绩无法全面的

反映青少年的学习能力，但数学测试相比于其他科目的测试更加具有

客观性，②也能够较为有效的比较学生之间的能力差异。 
另外，作为对学习能力的补充，我们加入学生对其自身学习能力

的主观评价作为。变量来源于问卷中的四项量表“是否同意以下说法：

⒈完全不同意；⒉不太同意；⒊比较同意；⒋完全同意”中对于“⒈我

觉得我是个学习很努力的学生；⒉我觉得我是个学习很努力的学生”
两项指标的选择。笔者认为，聪明是学生对其智力的主观评价，努力

是对自身学习态度和习惯的主观评价，两者均为学习能力的综合表

现。为了不损失样本数，将缺失值处理为 0，并将这两项指标相加，

综合成为学生对于自己的自我评价，其值域为 0-8。 
⑵家庭资源 
家庭资源是个人在做出理性选择时需要考虑的另一重要标准，其

代表了家庭能为其子女所提供的帮助，包括经济和非经济的资源，即

家庭的经济资本和非经济资本。 
在多数的研究中，经济资本一般被操作化为收入，但介于收入这

项指标在定义、填答过程中的模糊性和真实性，我们并未使用这项指

标；取而代之的，由于在中国受教育程度和职业与收入存在高度相关，

本研究采用父母亲受教育程度和职业作为衡量家庭经济资本的两项

指标。 

                         
①
 蔡禾、王进(2007)一文中提出将 odds 翻译为偶值，odds ratio 翻译成偶值比，binary logit 

model 翻译为二分对数偶值模型，认为这样的翻译优于其他中文翻译。 
②
 其他科目的测试客观性较差，例如，语文测试中题目的答案与评卷者的喜好高度相关，具有较

强的主观性，因此无法形成统一的评判标准，在比较时也就失去了效度，因此本研究选取数学

成绩作为标准化测试的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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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中，我们对父母亲受教育程度和职业进行重新编码，并综

合父亲和母亲两者之中的较高值。重新编码后，父母亲受教育程度的

编码为“⒈初中及以下；⒉中专、技校、职高或高中；⒊大专或本科及

以上”；父母职业的编码为“⒈其他类：失业、下岗、退休、不知道或

其他；⒉较低社会地位类：非技术工人、服务行业人员、农民、渔民、

猎人；⒊中等社会地位类：一般专业技术工作者、办公室一般工作人

员、技术工人或熟练工人、士兵或警察、个体户；⒋较高社会地位类：

高级专业技术工作者、国家公务员、企业管理者或经理、军官或警官、

运动员、演员、演奏员、私营企业主”。 
非经济资本区别于经济资本在物质上对于学生的帮助，而是一种

“家庭对子女的教育观念、教育意识和教育意向等潜移默化的作用”(方
长 春 ， 2005)， 并 能 够在 家 长 与 子 女 的互 动中 产 生 (Hao & 
Bonstead-Bruns,1998)。因此，我们将非物质资本操作化为 3个指标：

父母对教育的态度、父母对其子女的教育期望、家庭互动。 
父母的教育态度来源于学生自填的“你是否同意以下说法：我父母

认为我只要会认字、会算账就行了，不用学太多的东西”的四维度测量，

并重新编码为“⒈同意；⒉不同意”，这项指标是对教育无用论的较为

直白的描述。同时，笔者对父母的教育期望也进行了重新编码，分为

“⒈初中、中专、技校、职高；⒉高中及以上”，并选取父母亲两者的最高

值。 
家庭互动变量由 15项指标构成，包括父母与你讨论“⒈分数或成

绩；⒉兴趣或爱好；⒊心事、烦恼；⒋青春期性教育问题；⒌学校活

动及同学老师的趣事；⒍未来的打算；⒎国家、社区的见闻”的频率；

和父母“⒈检查你是否完成了家庭作业；⒉辅导你的家庭作业；⒊限制

你看电视或上网的时间；⒋限制你晚上和朋友外出的时间；⒌给你买

练习书、辅导拓展书；⒍给你买课外书；⒎带你参观博物馆、科技馆、

美术馆、艺术展等；⒏带你出去逛街、逛公园、郊游、旅游等”的频率。

每一项指标均有四个选项，分别为“⒈从不；⒉很少；⒊有时；⒋经常”，
对每一项指标统一方向后进行赋值并相加，综合成为家庭互动这一连

续变量。 
⑶文化图示 
根据前文中对文化图示的定义，分为群体文化图示和个体文化图

示。群体文化图示在本文中具体指个人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认同程

度，操作化为对于学生问卷中“拥有好的教育对你的生活来说有多重

要？”的回答，并重新编码为“⒈重要”，即群体文化图示强；“⒉不重

要”，即群体文化图示弱。个体文化图示是建立在个人经历基础之上的

关于未来教育成就的想象和预测，即“你认为在未来，能够大学毕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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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是多少”，重新编码为“⒈可能性大”，即个体文化图示强；“⒉
可能性小”，即个体文化图示弱。 

⒊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为学校类型、年级、性别和家庭类型，这四个变

量是区分学生特征的最基本的变量。其中，学校类型分为“⒈公立学校；

⒉民办学校”；年级分为“⒈七年级；⒉八年级”；性别分为“⒈男生；

⒉女生”；家庭类型分为“⒈双亲家庭，与父母同住；⒉单亲家庭，只

与父母一方同住；⒊其他”。 
 

(三三三三) 缺失值处理方法缺失值处理方法缺失值处理方法缺失值处理方法 
本研究在处理缺失值时采用多重插补(Multiple Imputation, MI)的

方法。插补是一种处理有缺失值数据的方法，也就是在缺失值的位置

填补上适当的估计值(estimate)。这种方法似乎能解决数据由于缺失值

过多在后期分析中带来的问题，但不适当的插补方法往往会带来更大

的麻烦，例如造成估计值、标准差和假设检验的偏差过大等等(Little & 
Rubin,1987)。 

为了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哈佛大学的鲁宾(Rubin)教授提出

了多重插补的思想，这是一种解决数据缺失值的有效方法。不同于其

他插补法只对一个缺失值填补进一个估计值，多重插补法对每一个缺

失值都进行 m(m>1)次估计，形成 m 个数据集。这些数据集将会预先

用相同的方法处理后得到 m个处理结果，然后对这些结果进行综合的

分析，最终完成缺失值的填补。 
鲁宾(Rubin,1987:114)认为，估计值的有效性是建立在计算的次数

m之上的，估计的有效性可以表示为： 

)
m
γ

(1
1

+
−

 

其中，γ代表的是数据的缺失率(fraction of missing information)。
表 1展示了由不同的 m和 γ组合而成的缺失值的有效性。当 ∞→m
时，有效性趋向于 100%。因此，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只需要计算较

少次数的缺失值的估计值则可做到有效的估计，除非有着非常高的数

据缺失率。 
 

                 表 1       缺失值估计的有效性 
γ 

m .1  .3 .5 .7 
3 98.4 95.3 92.6 90.0 
5 99.0 97.1 95.3 93.7 

10 99.5 98.5 97.6 96.7 
20 99.8 99.3 98.8 98.3 
∞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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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算出了 m个数据集之后，需要将 m个数据集的结果相结合，

并得到一个最终的结果。根据鲁宾教授的方法，需要预先分析每一次

的数据集，并且存下估计值和标准差。假设 Q j
)

是第 j(j=1,2,…,m)个数

据集的估计值， U j 是与 Q j
)

相联系的标准差。那么，所有数据集综

合后的总估计值为每一次估计值的平均值： 

 
m

1j
Q jm

1
 Q   ∑

=
=

)

 

所有数据集综合后的标准差包含两个部分，数据集的内部方差和

组间方差。其中，内部方差为： 

   
m

1j
U jm

1
 U ∑

=
= )

 

组间方差为： 

∑ −
−

=
=

m

1j

2
)QjQ(

1m

1
B

)

 

总方差为： 

B)
m

1
(1UT ++=  

那么，总标准差则为 T 的平方根。 
目标变量的置信区间是通过总估计值加减一定数量的标准差得

以实现的，而此时标准差的系数取决于在相对应的某种自由度下的 t

分布；而零假设 0Q = 的显著度检验是通过比较 TQt = 与 t 分
布中的相应值来得以实现的。 

2)
B1)(m

Um
1)(1(mdf

+
+−=  

在本次研究中，所使用变量的数据的缺失率为 64.78%，根据表 1，
为了保证估计值的有效性在 95%以上，m值定为 1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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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分析结果 
 

(一一一一) 变变变变量的基本分布量的基本分布量的基本分布量的基本分布 
表 2中显示了所有变量的基本分布情况，以及在不同性质学校中

的分布情况。不同性质的学校代表了不同的制度环境，这样的区分在

直观上显示出了变量在不同制度环境下的差异性，以便在后文中的讨

论中更加清晰的阐述教育选择的制度环境差异。 
从表 2中可以看出，在全部样本中，有 67.71%的青少年选择在初

中毕业后继续就读高中，但在公立和民办学校中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公立学校中的青少年有就读高中意愿的比例达到了 82.5%，说明绝大

多数的公立学校学生都准备在初中毕业后就读高中；然而，这一数字

与民办学校中愿意就读高中的比例(37.28%)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正

是因为因变量“教育选择”在公立学校和民办学校中的巨大差异，才促

使我们希望更进一步的探讨教育选择的影响因素，以及在不同制度环

境下的差异。 
在自变量的分布上，公立学校与民办学校在教育观念方面是存在

着相似之处的。在父母对其子女的教育期望上，公立学校和民办学校

差异不大，在所有学生中，平均约九成家长希望子女能读到“高中及以

上”，其中公立学校略高，为 95.53%，民办学校略低，为 78.31%。在

父母对待教育的态度上，公立学校和民办学校中也存在高度的一致

性，分别有 95.41%的公立学校学生家长和 93.18%民办学校学生家长

认为教育对于其子女今后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与此同时，家庭对于

教育的态度和观念也影响着其子女对于教育的看法，在公立学校中

94.77%的学生认为教育对其今后的生活非常重要，相似的，90.3%的
民办学校学生有着相同的看法。 

然而，公立学校和民办学校仍在学生及其家庭特征的很多方面存

在着巨大差异。从父母亲受教育程度来看，公立学校中的绝大多数学

生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上的比例为 81.21%，而民办学校中的

绝大多数学生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其比例为 76.59%。从

父母职业来看，民办学校中学生父母的职业处在“较高社会地位类别”
的只有 19.93%，而公立学校中学生父母处于这一类别的比民办学校多

六成。与此同时，公立学校中学生与家长互动的平均分值为 40.8分，

而民办学校为 34.7分，公立学校比民办学校高 6分，说明公立学校的

学生与家长有着更多的互动，而这种互动能够促成家庭社会资本的形

成，从而充当家长和学生之间的纽带，使得家长的教育期望能够有效

地传达给子女(Hao & Bonstead-Bruns,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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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生个人来看，虽然公立和民办学校的学生在对待教育的态度

上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但是他们对于自己未来的教育预测却有着巨大

的不同。在公立学校中，70.64%的学生认为自己有较大可能在未来完

成大学学业，但在民办学校中的这一比例仅有 18.52%。另外，在数学

成绩和自我评价上，两种不同性质的学校也存在很大差异。公立学校

学生的平均数学成绩为 66分，而民办学校的平均数学成绩只有 41分，

相差 25分之多。相似的，公立学校学生的自我评价也高于民办学校。 
 

表 2                        变量的基本分布 

所有学校 公立学校 民办学校 
类别变量类别变量类别变量类别变量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教育选择 3125  2103  1022  

读高中 2116 67.71 1735 82.5  381 37.28 

不读高中 1009 32.29  368 17.5     62.72 62.72 

年级 3311  2217  1094  

七年级 1630 49.23 1055 47.59  575 52.56 

八年级 1681 50.77 1162 52.41  519 47.44 

性别 3159  2132   1027  

男生 1691 53.53 1073 50.33  618 60.18 

女生 1468 46.47 1059 49.67  409 39.82 

家庭结构 3311  2217  1094  

双亲家庭 2673 80.73 1842 83.09  831 75.96 

单亲家庭  237  7.16  173 7.8   64  5.85 

其他  401 12.11  202 9.11  199 18.19 

父母受教育程度 2746  1836   910  

初中及以下 1042 37.95  345 18.79  697 76.59 

高中及职高 1052 38.31  872 47.49  180 19.78 

大专及以上  652 23.74  619 33.71   33  3.63 

父母职业 3311  2217  1094  

较低社会地位类  644 19.45  394 17.77  250 22.85 

中等社会地位类 1068 32.26  705 31.8  363 33.18 

较高社会地位类  941 28.42  723 32.61  218 19.93 

其他  658 19.87  395 17.82  263 24.04 

父母教育期望 2732  1856   876  

初中及职高  273  9.99   83 4.47   190 21.69 

高中及以上 2459 90.01 1773 95.53   686 78.31 

父母教育态度 3190  2135  1055  

积极 3020 94.67 2037 95.41  983 9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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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 170  5.33   98  4.59   72   6.82 

学生教育态度 3174  2122  1052  

积极 2961 93.29 2011 94.77  950 90.3 

消极 213  6.71  111  5.23  102  9.7 

完成大学可能性 3175  2122  1053  

大 1694 53.35 1499 70.64 195 18.52 

小 1481 46.65  623 29.36  858 81.48 

连续变量连续变量连续变量连续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数学成绩 59.33168 24.58706 65.60365 22.16764 41.07119 22.05444 

自我评价 4.92842 1.721732 5.096076 1.735764 4.588665 1.641998 

家庭互动 38.89958 7.691649 40.83254 7.132185 34.76459 7.201139 

 
(二二二二) 教育选择的影响因素教育选择的影响因素教育选择的影响因素教育选择的影响因素 

表 3 中的模型 1 是针对假设 1 理性选择模型进行的检验。模型 1
的结果显示，代表个人能力的变量中，数学成绩对于是否读高中的影

响是显著的(在 0.05α = 的程度或以下，下文相同)，其偶值比(odds 
ratio)为 1.028，说明数学成绩每增加 1 分，相比于“不读高中”，学生

在毕业后做出“读高中”的教育选择的偶值(odds)将增加 2.8%，也就是

说，数学成绩越好的学生越倾向于在初中毕业后继续选择读高中。自

我评价是代表学生个人能力的另一指标。在模型中，自我评价的影响

作用是显著的，其偶值比为 1.114，说明自我评价高的学生更倾向于

积极的教育选择，即在初中毕业后继续完成高中学业。具体来说，自

我评价每增加 1 分，愿意继续读高中的偶值将增加 10.8%。以上分析

展示了个人能力对教育选择的影响，个人能力越强，越倾向于积极的

教育选择，假设 1.1被支持。 
在家庭资源的变量中，代表经济资本的父母亲受教育程度和父母

职业在模型中均不显著，而代表非经济资本的父母教育期望、教育态

度和家庭互动有着显著影响。具体来说，父母教育期望的偶值比为

4.973，表示父母教育期望高的学生的偶值是父母期望低的学生偶值的

5 倍，即父母期望越高，其子女做出积极教育选择的可能性越大。父

母教育态度的偶值比为 1.568，表明父母教育态度高的学生的偶值是

父母期望低的学生偶值的 1.6倍。家庭互动的偶值比为 1.039，家庭互

动得分每增加 1分，其子女愿意继续读高中的偶值将增加 3.8%，说明

家庭互动有利于学生做出积极的教育选择。基于以上分析，家庭资源

对子女的教育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家庭资源越多，其子女越倾

向于做出积极的教育选择，假设 1.2 被支持。然而，家庭资源的影响

主要体现为非经济资本的影响，而不是经济资本的影响，假设 1.3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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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综上所述，理性选择模型对于中国城市中初中生的教育选择基

本适用，假设 1被支持。 
模型 2检验的是假设 2文化图示模型对于教育选择的影响作用。

在模型 2中代表文化图示的两个变量均为显著的。其中，代表群体文

化图示的学生教育态度的偶值比为 2.144，表示有着积极的教育态度

的学生愿意继续读高中的偶值是教育态度消极学生的 2.14倍；代表个

体文化图示的学生认为自己能够在未来完成大学的可能性的偶值比

为 4.553，表示认为自己完成大学教育可能性大的学生选择读高中的

偶值是认为自己完成大学教育可能性小的学生 4.6 倍。总而言之，文

化图示模型对于学生的教育选择均有着正向的影响，学生对于教育的

态度和其对未来的预测和想象越乐观，越倾向于做出积极的教育选

择，这个结论支持了假设 2的说法。 
模型 3是在模型 1和模型 2基础之上的综合模型。在模型 3中，

我们同时放入了理性选择模型和文化图示模型中的变量，自变量与因

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式基本没有改变。结果显示，在模型 3控制了学生

基本特征的基础之上，除了父母亲受教育程度、父母亲职业和学生自

我评价这三个变量不显著外，其他自变量均为显著的。从一方面说，

控制了理性选择模型的因素后，文化图示模型中的学生教育态度和对

未来的期望仍然对教育选择有显著影响；从另一方面说，控制了文化

图示模型中的变量后，理性选择模型中的个人能力和家庭资源仍然显

著的影响着学生的教育选择。也就是说，理性选择模型和文化图示模

型对学生的教育选择有着交互作用。根据模型 3的结果，假设 3被支

持。 
 
表 3             关于教育选择的对数偶值模型 

因变量因变量因变量因变量：：：：是否打算读高中是否打算读高中是否打算读高中是否打算读高中(1=打算打算打算打算，，，，0=不打算不打算不打算不打算)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理性选择模型 文化图示模型 综合模型 
 

偶值比(eb) 偶值比(eb) 偶值比(eb) 

控制变量控制变量控制变量控制变量    

公立学校 3.044*** 4.194*** 2.595*** 

八年级 .827**  .765*** .833* 

男生 .861 .852* .897 

家庭结构    

双亲家庭(参照组) — — — 

单亲家庭 .753  .657** .771 

其他 .852   .601*** .858 

自变量自变量自变量自变量    

个人能力个人能力个人能力个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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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成绩 1.028***  1.023*** 

自我评价 1.114***  1.061 

家庭资源家庭资源家庭资源家庭资源    

父母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参照组) —  — 

高中或职高 1.128  1.125 

大专或以上 1.247  1.132 

父母职业    

较低社会地位 1.131  1.100 

中等社会地位 1.214  1.138 

较高社会地位 1.143  1.065 

其他(参照组) —  — 

父母教育期望高 4.973***  4.422*** 

父母教育态度积极 1.568**  1.569** 

家庭互动强 1.039***  1.034*** 

文化图示文化图示文化图示文化图示    

学生教育态度积极  2.144*** 1.632*** 

完成大学可能性大  4.553*** 2.252*** 

样本量样本量样本量样本量(N) 3311 3311 3311 

注：*p < 0.1，**p <0.05，***p<0.01。 

 
(三三三三) 公立与民办学校中的教育选择差异公立与民办学校中的教育选择差异公立与民办学校中的教育选择差异公立与民办学校中的教育选择差异 

在表 4中，模型 4和模型 5引入了表 3中的所有自变量和除学校

性质外的所有控制变量，试图分析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理性选择和

文化图示的交互作用对于学生教育选择的影响。 
模型 4显示了公立学校中教育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家长

受教育程度和职业、自我评价在模型中是不显著的；而在民办学校的

模型 5中，除家长受教育程度和职业与模型 4相同，均为不显著外，

涉及理性选择的所有自变量均为显著的。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自我评

价在模型 5 中显著的影响着教育选择，其偶值比为 1.149，即自我评

价高 1 分，打算继续读高中的偶值将增加 13.9%。由此，假设 4.1被

支持，即公立学校的学生的教育选择与理性选择中的自我评价无关，

而这项指标却显著的影响着民办学校学生的教育选择，理性选择在公

立学校中的影响作用被弱化。 
但我们也注意到，群体文化图示变量“学生教育态度”的显著度在

民办学校的模型 5中消失了，而这一变量在公立学校的模型 4中是仍

然是显著的。这说明，群体文化图示对于对公立学校学生有显著作用，

但对民办学校的学生却不起作用，文化图示的影响作用在民办学校中

被削弱，假设 4.2被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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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假设 4.1和 4.2，理性选择和文化图示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更

有着不同的影响作用，假设 4被支持。 
 

             表 4    公立与民办学校教育选择的对数偶值模型 
因变量因变量因变量因变量：：：：是否打算读高中是否打算读高中是否打算读高中是否打算读高中 

(1=打算打算打算打算，，，，0=不打算不打算不打算不打算) 

模型 4 模型 5 

公立学校 民办学校 

 

偶值比$(eb) 偶值比(eb) 

控制变量控制变量控制变量控制变量   

八年级 .823 .832 

男生 .818 1.015 

家庭结构   

双亲家庭(参照组) — — 

单亲家庭 .742 .803 

其他 .956 .756 

自变量自变量自变量自变量   

个人能力个人能力个人能力个人能力   

数学成绩 1.026*** 1.022*** 

自我评价 1.016 1.149** 

家庭资源家庭资源家庭资源家庭资源   

父母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参照组) — — 

高中或职高 1.240 .956 

大专或以上 1.217 1.343 

父母职业   

较低社会地位 1.319 .887 

中等社会地位 1.272 1.037 

较高社会地位 1.112 1.085 

其他(参照组) — — 

父母教育期望高 6.046*** 3.259*** 

父母教育态度积极 1.227 2.193** 

家庭互动强 1.033*** 1.036*** 

文化图示文化图示文化图示文化图示   

学生教育态度积极 1.701** 1.582 

完成大学可能性大 1.944*** 2.959*** 

样本量样本量样本量样本量(N) 2217 1094 

注：*p < 0.1，**p <0.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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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讨论 
 

 
(一一一一) 综合视角下的教育选择综合视角下的教育选择综合视角下的教育选择综合视角下的教育选择 

在文章第四部分的分析中清晰的阐释了教育选择的影响因素，理

性选择因素与文化图示因素能够同时对学生的教育选择产生影响，促

使我们从一个更为综合的视角来看待教育选择。在前人的研究中，理

性选择的视角和文化分析的视角都有其合理性，但笔者认为不应当将

两者割裂开看待，两者并不存在本质上矛盾与对立，而单纯的用理性

选择视角或是用文化分析视角来解读教育选择都是片面的。本研究从

一个综合的视角出发，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两个分析维度之间的裂

痕，从而能够更好的理解教育选择的影响因素和机制。 
在理性选择模型中，个人能力的影响作用是非常显著的，尤其是

客观指标所测量的学生学习能力的影响。个人的学习能力不仅代表着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也为学生提供了学习的动力，

因此学习能力强的学生会更有可能做出积极的教育选择。关于家庭资

源的影响作用，在以往的研究中，经济资本对于教育选择的影响作用

是显著的(方长春，2005；刘精明，2008)，而在我们的样本中却并没

有显著的影响；相反，非经济资本在我们的样本中却有着影响显著，

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笔者认为，在家长教育子女的过程中，与

家庭经济条件能为子女提供的资源相比，家长对待教育的态度和观念

有着更为有效的影响作用。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家长的教育期望与其

子女相比往往要显得更为乐观。在家庭的互动中，通过家长与子女建

立更为亲密的关系来增加家庭社会资本，有效地传达积极的教育理

念，有利于子女做出积极的教育选择。而在关于文化图示的影响因素

中，群体文化图示与个体文化图示对教育选择均有影响。群体文化图

示代表着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观念影响的学生自身的教育观念；而

个体文化图示则表示受到亚文化影响下的学生对于其未来的想象和

预测，类似于弗莱(Frye,2012)所说的“想象的未来”。 
 

(二二二二) 制度环境与教育选择制度环境与教育选择制度环境与教育选择制度环境与教育选择 
表 2和表 4为我们展示了教育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在不同制度环境

中的差别。其中，最为直观的差异表现在学生教育选择的分布上。在

公立学校中的绝大多数学生会选择在初中毕业后继续接受高中教育，

而民办学校中大部分学生选择放弃高中教育，但令人惊讶的是，有着

如此巨大教育选择差异的两个学生群体却在价值观上存在共识。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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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立学校还是民办学校中，学生都承认教育的重要性，这是他们共

享的群体文化图示。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这种积极的、共享的

教育观念对于教育选择的促进作用只体现在公立学校中，而在民办学

校中没有影响。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民办学校中，积极

的教育观念没有促成积极的教育选择。 
在文章的数据分析部分，我们试图回答了这一问题。在民办学校

中的学生虽然有着较强的群体文化图示，但却缺乏个体文化图示。换

句话说，虽然他们认可中国传统的教育观念并承认教育的重要作用，

但却无法用此来指导个体实践，形成针对自己未来教育前景的乐观想

象和预测。我们认为，群体文化图示与个体文化图示并不总是相互匹

配的，相比于个体文化图示，群体文化图示对于学生教育选择的解释

力较弱。因此，在教育选择的过程中，行动者需要将群体文化图示转

化为个体文化图示，而这一转化过程是以制度环境为依托的，在本文

的案例中，则是指由户籍制度所造成的学生能够进入学校的学校性质

的差异。只有当群体文化图示能够内化为学生的个体文化图示时，文

化图示路径才能够在目标与行动中接通，从而促成学生积极的教育选

择。 
在中国，民办学校学生之所以无法形成与公立学校学生一样的个

体文化图示，是因为在户籍制度的限制下，外来工子女与城市学生较

少能够产生互动，进而形成了相对隔离的状态。逐渐的，他们在城市

中会形成一个教育贫困聚集的亚文化群体，群体内部共享较低的教育

期望，与主流文化相背离，难以将主流的群体文化图示转化为自身的

个体文化图示。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是制度选择的结果。相反的，

在公立学校中，由于长期处于积极的文化环境之中，即使现实条件不

那么理想的学生，也会基于文化图示的促进作用，继续选择高中教育。

数据中自我评价这一变量在公立学校中不显著也是这一观点的有力

的例证。 
威利斯(Willis,1977)曾在《学做工——工人阶级的孩子如何得到工

人阶级的工作》一书中提出了“反学校文化”(counter-school culture)，
用于解释阶级再生产这一现象。周潇(2011)借用这一概念，通过对北

京某外来务工子弟学校的调查发现，在中国的民办学校中存在着类似

威利斯所描述的反学校文化，这种文化最终会导致外来工子弟与主流

文化相背离，放弃学业，最终难以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在民办学

校中到底是否存在反学校文化？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但至少在我

们的研究中，民办学校的亚文化无法将学生积极的教育态度转化为学

生自身对未来较为乐观的预估。因此，我们认为当前的制度安排一定

程度上促使了外来工子女完成底层的阶级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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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看来，解决外来工子女低教育期望的问题不应只着眼于学

生个人和家庭的教育“自我选择”上，而更应该从制度层面上思考教育

的“制度选择”。在美国的教育研究中，种族间的教育不平等是一个较

为常见的视角，这基于美国长期以种族为划分标准的 “ 隔
离”(segregation)制度，而这种种族隔离也伴随着社会经济地位上的隔

离。隔离严重破坏了教育公平，对于低社会经济水平的移民来说，他

们的子女更容易进入到低 SES(Social Economic Status)的学校中，遭受

着来自个人和学校的双重贫困(Rumberger & Palardy,2005)。在中国，

矛盾虽然没有像美国的种族隔离一样尖锐，但由户籍制度所造成的教

育“隔离”同样存在。科尔曼(Coleman,1990:93)在对美国青少年的教育

研究中发现，所有少数族裔的青少年在当与更高比例的白人青少年一

同学习时，都能够有着更为出色的学业表现，因为白人青少年通常有

着较高的学习期望和较好的学习习惯，对于其他少数族裔的青少年能

够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相同的，在中国城市中，相比于外来工子女，

城市学生拥有着更高的教育期望和更好的学习习惯。那么，笔者认为，

一定程度的学生融合和“去隔离化”(desegregation)或许会有利于外来

工子女融入主流文化，促使其作出较为乐观的教育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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